农村发展研究所双周学术交流午餐会（S2010-05）述要(2010-06-01)
2010年6月1日，农村发展研究所双周学术交流午餐会（S2010-05）在所会议室举行。本所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成贵研究员做了主题为“国家与农民：一个理论模型”的讲座。参会人员就其报告和研究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张晓山所长主持了本期学术报告会。本所研究人员、硕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及访问学者等近60人参加了午餐会。

报告内容简要

中国农村改革以来的各种法规、政策、文告,无数的事实、现象、变种,可谓层出不穷,俯拾皆是。由于作为焦点热点的“三农”问题本身门槛较低,以致各方面人士争相言事,各种说法纷然杂陈。但相当多的说法只抓住了真理的碎片,而非真理本身。 那么,如何深入准确地认识中国的三农问题,什么又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逻辑和主要内容呢?报告人认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实质就是调整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是一个农民权益变化的过程。 
报告人通过构建模型R=L+M+F+G+T+Φ,来说明改革前后中国农民权益的变化。其中：R代表农民的权利的权利束；L代表农民的土地权利；M代表农民进入市场的权利；F代表农民流动、迁徙和从事非农产业的权利；G代表农民自治的权利；T代表农民获得财政资源的权利；Φ代表其他变量。 
报告人分析了一九七八年改革之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 (一)农民没有独立的土地权利。农民被组织在人民公社体制里,集体劳动,集体分配,没有土地剩余索取权,故而也就普遍没有积极性。(二)没有进入市场的权利。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被完全排斥,实行了统购统销制度,农民没有决定种植什么、种植多少的权力。 (三)没有流动的权利。由于有户籍制度的藩篱,加之短缺经济的凭票供应,农民不可能自由地流动到城市。其结果是导致农村中积淀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隐蔽性失业严重。(四)没有自治的权利。传统农村自治的机制基本被摧毁,民间资源的废置。(五)交售公粮成了农民的强制性义务,他们被迫通过“剪刀差”的方式,以农养工,给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税赋,结果导致农业失去了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改革之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被革除,社会主义制度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向着积极的方向不断得到调整,农民逐渐获得了过去缺失的权利,处境有了明显改善。这主要表现在：(一)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这是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和关键环节,并且确定了家庭经营的基础，农民获得了直接的土地使用收益权。(二)获得了进入市场的权利，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三)获得了流动和从事非农产业的权利。这是改变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力量。 (四)获得了村民自治的权利。 (五)获得了国家财税支持的权利。从2004年开始,中央连续7年出台“一号文件”,对农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从过去的“以农养工”转向“以工补农”。
基于上述分析，报告人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对农民赋权不够：第一,土地应该是农民最主要的财产； 第二,从机制上讲,政府是否要保护农民的市场利益,似乎主要取决于市民的态度和反应,而不是农民的诉求；第三,农民可以流动,进城打工,权益有一定的改善,但他们仍不能在城市落地；第四,农民有了自治,但治理结构还不完善,公民社会的发育迟缓；第五,近年来,财政支农的力度不断加大,体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善政养民,得到了农民的拥护,但距农民真实世界和公平原则的要求还相差很远。
报告人认为解决“三农”问题最有效的途径,也就是要进一步给农民赋权,在上述权利的赋予上要进行得更为彻底。让善政之光“少照绮罗筵,多照茅草屋”。 
在报告结束后，参会人员对其报告的国家与农民权利关系模型及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农民权利的变化、“三农”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农发所  韩杨 供稿）
